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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祖基及其《宦海闻见录》初研

郑 小 悠

　 　 内容摘要: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宦海闻见录》是一部记录清朝嘉道年

间官场百态的笔记类文献,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因其仅存残本,作者阙

如,题名著录有误,而湮没无闻,未被学界利用。 经考证得知,该书作者名

张祖基,直隶沧州人,历任山东、浙江两省知县,具有丰富的地方行政经

验,尤其精于谳狱。 该书所记系作者一生宦海闻见,诸事皆有所本,是
“嘉道中衰”的官场镜像。 作为一名毕生沉沦下僚的能吏,作者以基层官

员视角表达对王朝政治的看法,剖陈与上司同僚的互动,整部著作将强烈

的个人色彩寓于时代大势之中,是微观史研究的经典史料。
关键词:《宦海闻见录》 　 张祖基　 史料价值

笔记类文献因其内容芜杂琐碎,来源虚实难辨,常被冠以稗官野史之

名,在传统史料的等次里排名较后。 至于清史研究领域,由于档案文书、
日记信札等被认为更贴近原始形态的一手史料得到大规模保存,传统史

料的主导地位和重要性已遭到严峻挑战,更遑论其中之等而下者。 研究

者即便愿意使用笔记类文献,也往往将其视作“打补丁”的碎布头,填充

大块文章的逻辑细节,而较少对文献本身做主体性研究。
事实上,笔记类文献包罗万象,良莠参差,其杂乱不经者固有,而可圈

可点者亦多。 今见上海图书馆所藏《宦海闻见录》抄本两册,虽系残书,
却对清嘉庆、道光两朝政治史、法制史、财政史、地方社会史研究多有补

裨。 惟其作者阙如,题名著录有误,而未为学界所知。 特撰此文揭示,以
飨同道。

一、基本信息辨正

该书书衣题名为《宦海闻见录》,无著者,无印章,亦无序跋及相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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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文字。 书系抄本,存两册(近六万字),正楷书写,间有小字眉批。 无

格,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 避“玄”“弘”二字讳,改用“元”“宏”。
该书现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546223-24),然馆藏目录将题名项误

作《宦海见闻录》,《中国古籍总目》 收录时亦循其误①。 大型影印丛书

《稀见清代四部辑刊》 (经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5 年)将此书收入其

中,列在第八辑第 61 册②,但未注明馆藏信息。 因丛书主编及编委等多

系台湾地区学者,原书又以作者信息缺失及题名著录偏差而难于搜检,易
造成藏书之所在我国台湾地区的错误印象,在此特加说明。

上海图书馆电子目录未标明该书的存卷(册)情况,卡片目录则别注

“存第二、第四册”一句。 覆核原书,两册题名下分别写有“卷二” “卷四”
字样,内文则无卷次标识。 书用笔记体式,分篇而记,每篇均有题目。
“卷二”册首篇无头有尾、末篇有头无尾,显有前后册相接。 “卷四”册首

篇无头有尾而末篇完整,系有前册而无后册。 可知该书全本应未分卷,只
以叶数相当为原则,分为四册装订,以致同一篇目内容被前后切割,分置

异册。 书系残本,现存者为第二册和第四册。
《稀见清代四部辑刊》在影印该书时,不但将原书题名下方“卷二”

“卷四”字样截去,更刻意未印内容不完整的前册首篇、末篇和后册首篇

(缺漏内容达十八叶之多),使其以残本佯呈全本样貌,大失古籍整理揭

示之本意。 特别是后册首篇,所记为道光初年清军平定回部张格尔叛乱

的重大军事行动,史料价值颇高,篇幅亦长,仅因标题及开头内容缺失就

将其删去不印,未免太草率。 读者若不能查核原书,则极易被误导。
再者,影印本删改前册末条时,额外多删一页。 即:原书前册最后三

篇依次为《送忤逆》《朱抚军》 《李方伯》,其中《送忤逆》 《朱抚军》二篇内

容完整,《李方伯》篇只存头三行。 影印本不但将《李方伯》篇尽行删去,
又误删载有“朱抚军”篇题的书叶。 造成读者阅读时,直以《送忤逆》篇为

本册末篇,且内容上混杂本篇前四行与《朱抚军》篇后五行于一处,文理

全不通顺。 原书《送忤逆》篇作:
陈简亭抚东,遇以钱漕控官者,立劾之,决可操券,故名之曰“送

忤逆”。 甚其词耳,乃竟实有其事。 历城孝廉周东木震甲,博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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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古籍总目·子部》第 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2188 页。 该书著录于

“子部·小说类·文言之属·笔记·异闻”。
本文所引用,如未标明“原书”,均出自此影印本。 为避繁琐,仅随文注明页码。



给,为太康令,颇廉谨。 阅数月,忽不怿,曰:“作好官没钱用!”则苞

苴公行,恣意吞噬。 阅数月,忽曰:“外间必有詈我者!”则又怀清履

洁。 于贪廉互用,民无从施。 月旦,太夫人寿。 邑绅入祝,太夫人立

受之。 周谓当答拜,于众绅前面斥之,太夫人掩泣失声。 邑绅控诸抚

军,曰:“周县令,太民父母也。 周县令不能自孝其父母,太民亦不能

孝县令。”请别调。 用此引疾归。 病痊再起,姚祖同为豫抚,奏改教

职,时已加知州衔。①

原书《朱抚军》篇作:
嘉庆八年,教匪平,军需报销数千万。 朱抚军勋时为西安守,独

当数百万。 上命初鹏龄、那彦成廉其事。 将至陕,发铁链,用刑部大

堂印票逮朱至。 朱不跪,初曰:“尔亦自惜其首乎?”朱曰:“大人此来

固为军需也。 卑府果冒销,谁自惜其首? 大人未必允其留。 卑府不

冒销,谁不惜其首? 大人岂能决之去?”初语塞,勾稽数月,苦无端

绪,以并无浮冒奏。 是役也,部费几二百万金,则所报销可知已。
影印本将以上划线文字连成“一篇” (第 132—133 页),其错谬之显著可

见一斑。

二、作者考实

1. 文献足征

《宦海闻见录》系残本,目下遗存的两册中,共有长短不一的文章八

十九篇,其中前册五十三篇,后册三十六篇。 各篇所记或大小官吏之行

止,或军国大事之始末,或疑狱要案之内情,或国计民生之策对,俱系作者

“宦海闻见”。 《中国古籍总目》将其置于子部小说类,大非所宜,应与昭

梿《啸亭杂录》、赵翼《檐曝杂记》等并入子部杂家类为妥。
该书作者佚名,故在辨明其基本信息后的首要任务即是确认作者

身份。
原书中既无钤印、序跋,欲考证作者,只能从内容入手。 所幸作者在

行文中几次以第一人称提及自己的政务活动与社会关系,再结合方志、档
案等史料,其姓名、身份、仕宦履历,即能被大致勾勒出来。

行文中有作者本人信息浮现的篇目包括《泰安鸟枪案》《陈方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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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伯》《富总戎》 《叶仲田》 《邹氏案》 《黄彭年》 《开化供看不符案》 《西安

自缢案》《劳心怛怛案》 《峄县张五》 《区田说》 《加赋》 《言利》 《卢应翔

案》。 综合全书内容,特别是这些重点篇目透露的信息可得出以下认识:
首先,作者在官场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嘉庆和道光中前期,全书出现的

最晚时间节点在道光十七年(1837),即后册最末篇“卢应翔案” 结案年

份。 不过,该书编排并非按照时间顺序。 全书大部分篇目均为记人叙事,
多以某官、某案、某事为题,后册二十二篇至三十五篇则改用策论形式,探
讨财政、军政、工程等国家大政,如《漕粮议》 《海运议》 《戎政》 《海塘》等

等。 惟将《卢应翔案》置于十四篇策论之后,显系另外添入。
第二,作者的仕宦活动在山东、浙江二省。 现存篇目中,除少量记载

军国大事如张格尔叛乱,重臣名将如阿桂、福康安,影响广泛的钦案如侯

际清案之外,其余涉及督抚以下人物,并地方性疑狱内情者,多数与山东、
浙江两省有关。 其中山东人、事多在嘉庆年间,浙江人、事多在道光年间。
与两地均无关系者,则或地缘接近,或有特殊机缘而为作者所悉。

再从具体篇目上看,作者嘉庆年间尝以候补知县身份在山东省会济

南“需次”,并受委于本省审局———即嘉庆五年(1800)起由济南知府牵头

的,专门审理全省疑狱大案,特别是京控钦案的发审局①。 是以作者官职

虽然不高,却具有丰富的谳狱问刑经验,且消息灵通,对全省要案情由和

官场人事动向多所掌握。 此外,他在山东布政使策丹任职期内曾被短期

委署为登州府荣成知县②,在浙时又曾任职于衢州府境内③。
第三,作者的家乡在直隶东南部,很可能是沧州、天津左近州县人士。

《陈方伯》篇提到:“陈以省垣需次者众,乃分发诣各府,余得曹州。 余家

去曹七百余里,去武定百余里,乃浼张溟洲为缓颊,以武易曹。” (第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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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嘉庆年间山东发审局的情况,详参张世明、冯永明:《“包世臣正义”的成本:晚
清发审局的法律经济学考察》,《清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7—9 页。
《策方伯》载:(策方伯)谓余曰:“曾摄篆否乎?”对曰:“蒙牌示,委署荣成。”策曰:
“委檄下乎?”曰:“否。”策曰:“牌示已若干日?”曰:“月余。”策曰:“月余犹未檄委

耶? 虽然,荣小邑也,当无高下其手者。” 旋更端曰:“荣邑女色最佳,知之乎?” 对

曰:“未至其地,不能知。”(第 39 页)策方伯名策丹,嘉庆九年四月至十年二月任山

东布政使,可知作者在此期间奉委荣成知县。
书中《黄彭年》《开化供看不符案》《西安自缢案》所载三案的发生地分别在衢州府

江山、开化、西安三县,而文内均有“委余会讯”字样(第 145、149、150 页)。 按照清

代州县地方官谳狱惯例,知作者应系该府境内官员,多次就疑难案件赴邻境会审。



页)武定府在山东北部,向北与直隶所辖河间、天津二府接壤,而曹州在

省内西南端,靠近河南。 按此一句地理位置描述,知作者家乡应在与武定

府毗邻的直隶东南地区,为离家近便,故作“以武易曹”之想。 又《叶廉

访》篇提到:“仲田先生幼与先君共笔研,为莫逆交,余需次在东,仲田以

事至济南,与先君晤。”(第 99 页)仲田即叶汝芝,是嘉道间循吏,嘉庆初

年在山东为官,后官至浙江按察使。 叶是直隶沧州人①,作者父亲幼年与

其“共笔研,为莫逆交”,当以同乡近邻可能性最大,抑或左近州县共投名

师,故其籍贯范围可扩展至天津府境内。 清代官场特重乡谊,书中提及最

多,又得作者极力帮衬的济南审局同僚周承宽(第 33 页)系直隶天津县

人,亦可视为作者籍贯的旁证。
第四,作者是嘉庆六年(1801)贡生。 《区田说》篇有眉批提到:“右李

金澜《区田说》,荟萃群言,可谓详且尽矣。 顾古书质奥难读,且词重义

复,颇难领会。 余不揣固陋,辄集众说之简明易晓者,刊以问世焉。 金澜

名遇孙,嘉兴人,余辛酉同年也。 博学好古,著述甚富。” (第 231 页)李遇

孙是嘉道间著名学者、金石学家,《清史列传》并嘉兴府、县各志均有传,
记为嘉庆辛酉(六年)优贡生②。 清代各色贡生中,惟优贡、拔贡可以通过

进京朝考而选官授职,称为“同年”。 嘉庆六年亦系各省推荐拔贡生之

年③,故作者应是以知县分发山东候缺的直隶优贡生或拔贡生。
第五,作者的常用字号为“念哉”。 书中《加赋》 《言利》两篇均有眉

批,系转录李遇孙评论。 其结束语一作:“安得当国如念哉者请而行之,
国之福也,民之幸也。” (第 239 页) 另一作:“未知念哉先生以为如何?”
(第 241 页)按照当时友人间称谓习惯,念哉应系作者的表字或别号。

综合以上信息,查核道光以后编纂的直隶、山东、浙江三省方志,得张

祖基(又作张祖璂)一人,与书中透露出的作者信息基本相符。 其中介绍

较全面者,出自《〔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和《〔民国〕沧县志》的人物传记。
前者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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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嵩山修:《〔嘉庆〕东昌府志》卷十七《职官三》,清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叶二十

五。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九《儒林传》,中华书局,1987 年,第 5596 页。
嘉庆七年六月,嘉庆皇帝有钦点阅卷大臣考试辛酉科拔贡之旨(《仁宗睿皇帝实

录》卷九九“嘉庆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辛酉”,《清实录》第 29 册,中华书局,1986 年,
第 331 页)。



张祖璂,字念哉,嘉庆六年拔贡,官浙江宁波府同知。 为政务实,
公余手不释卷。 著有《备忘集》 《养心编》 《区田图说》 《学制汇存》
《幻海闻见录》《救灾纪略》《海壖杂记》《还淳于役日记》《守拙堂诗

文集》。①

后者记为:
张祖基,字念斋,先世自滦州迁沧之张古风庄。 祖基幼英敏,成

童即入庠。 嘉庆六年选拔贡生,朝考二等,以知县用。 发浙江,以亲

老改山东。 历任荣成、黄县、济阳,所至有声。 乐育人才,精于藻鉴,
山西巡抚梁萼涵,其所取士也。 丁忧服阙,至浙,补常山。 县民多争

山兴讼,祖基亲为履勘,狡黠者弗敢逞。 调署丽水,岁饥,请平粜,文
出即开仓,民赖以济。 调乌程,升宁波府石浦同知。 未抵任,以疾卒。
祖基邃于性理之学,尝曰:“人生当著绩旂常,否则兴利除弊有裨于

世。 若皆不能得,即当穷经研史,继往哲,开来学。 促促常途,何堪寿

世。”则其志可知也。②

《沧县志》所记字“念斋”,虽与府志及李遇孙所言“念哉” 有别,然极接

近,亦是古籍中的常见情况,且县志后卷中再次提及此人,即记其字作

“念哉”,并补充了他别号敬轩的信息③。
至于作者本名祖璂,抑或祖基,考诸史料,说法各异。 方志中山东各

志如《荣成县志》 《黄县志》 《登州府志》 作祖璂④,浙江各志如《常山县

志》《湖州府志》《杭州府志》作祖基⑤。 从档案史料看,道光四年(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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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沈家本、荣铨等修:《〔光绪〕 重修天津府志》 卷四四《人物四》,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9)刻本,叶五十五。
李学谟等修:《〔民国〕沧县志》卷八《文献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叶四十

一。
李学谟等修:《〔民国〕沧县志》卷十四《事实志》,叶二十。
李天骘纂修:《〔道光〕荣成县志》卷六《职官》,清道光二十年(1840)刊本,叶十五。
尹继美修:《〔同治〕黄县志》卷六《职官》,清同治十年(1871)刊本,叶十一。 方汝

翼、贾瑚等修:《〔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二七《文秩三》黄县,清光绪七年(1881)刻

本,叶五;卷三四《文秩十》荣成县,叶二。
李瑞钟等修:《〔光绪〕常山县志》卷三七《职官》,清光绪十二年(1886)刊本,叶八。
宗源瀚等修:《〔同治〕湖州府志》卷六《职官表》,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叶四

十。 陈璚修,屈映光续修,齐耀珊重修:《〔民国〕杭州府志》卷一〇二《职官四》,民
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叶四十。



吏部奏请以其署理常山知县的题本尚作祖璂①,而六年十月浙江巡抚程

含章因其生病难以供职,奏请回籍调养的题本则写作祖基②,此后档案均

作祖基不变。 可知作者在道光四至六年间有改名之举,故其家乡和前后

历任之地方志的记载不同,应系用旧用新之别。
2. 知人论世

根据作者姓名,检其身后碑传墓志,知有冯桂芬所作《浙江石浦同知

张君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③、陆心源《书张念哉大令遗事》④,另外

《国朝沧州诗钞》中有卓秉恬“张公墓志”字样,当系冯桂芬所代者⑤。 研

读其墓志,结合上谕、题本、奏折等历史档案,作者的生平信息与仕宦经

历,即可被大致勾勒出来。
其人初名张祖璂,后改祖基(以下均称祖基),字念哉,号敬轩,又号

小岩,直隶天津府沧州张古风庄人。 父名元垲,母刘氏。 父祖均有秀才功

名。 祖基出生于乾隆四十六年( 1781),十六岁补为生员⑥,嘉庆六年

(1801)被本省推选为拔贡生,七年七月朝考二等第四名引见,以知县试

用⑦。 起先签分浙江,因亲老告近,改掣山东,当年十一月三十日到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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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文孚等:《题为遵议浙省请以张祖璂署理常山县知县事》,道光四年七月十一日,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3-09517-017。
程含章:《题为衢州府常山县知县张祖基病躯难以供职请解任回籍调理事》,道光六

年十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3-09631-015。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63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第 617—618 页。 以下所引《墓志》文均出此,不再一一出注。
陆心源:《仪顾堂集》卷十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27 册,第 169 页。
《国朝沧州诗钞》系道光二十六年(1846)由沧州人王国均编定,成书时间距张祖基

去世及营葬时间不远,所言卓秉恬为之撰写墓志,应非凭空妄言。 惜卓秉恬文集未

见著录,不能窥其存否。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七《浙江石浦同知张君墓志铭》题下

有一“代”字,知系代他人作。 文末有“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奉君及某宜人之

柩合窆焉。 先期奉状走京师,请余铭”。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卓秉恬已居协办大学

士高位,冯氏任翰林院庶吉士。 由翰林官代阁部大臣为他人拟写碑传文字,是清代

的常见做法。 故《诗钞》所言卓秉恬所作墓志,即应系冯氏代为之作。
王国均:《国朝沧州诗钞》卷十,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叶十三。 冯桂芬:《浙
江石浦同知张君墓志铭》,《显志堂稿》卷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632 册,第 617
页。
嘉庆七年七月初九日上谕,《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7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203 页。



候补①。 嘉庆年间并未补得实缺,故无题奏、引见等档案信息,履历也难

以复原。 从《宦海闻见录》和方志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在山东期间,
他主要作为发审局成员,接受济南知府委派,临时审理到省刑案。 此外,
嘉庆九年、十三年,曾分别署理过荣成、黄县两县知县,时间均在一年以

内。 《墓志》中提及他还曾署理济阳知县,或因署理时间更短,而未见于

《济阳县志》及《缙绅录》记载。
按照清代制度,拔贡分发外省试用知县,两年后即有实授资格②,但

在嘉庆十八年以前,其班次并无一定之规,可听各省督抚于升调所遗缺内

酌量题署③。 嘉庆年间官多缺少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山东官场腐败成

风,抚藩大员任人唯亲更甚于他省,是以祖基虽有循名,又久在发审局要

津,在省多年却未候得实缺。 道光朝档案称他“试用期满,告病回籍,旋
即丁忧”④,《墓志》则记为“寻归养,家居十余年,既连丁内外艰”,即因迭遭

父母之丧而守制多年。 根据档案记载,张祖基于道光二年(1822)服满后赴

浙江候缺⑤,倒推其告病离开山东官场的时间,当在嘉庆十七年以前。
《〔民国〕沧县志》“轶闻”部分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张祖基在山东官场

的得意之状:
(祖基)生而颖异,读书有一目十行之资,为文超逸,吟诗警辟。

年十六入泮,十八得辛酉科拔贡,赴京朝考,阅卷者奇其才。 以知县

用,分发山东。 抚宪见而稚之,派法审处,研究法律,数月后片言折

狱,老吏不及。 抚宪喜曰:“可以仕矣。”适黄县缺出,令其到任,举凡

民间利弊,无不兴革。 至于听讼,是非曲直立刻处断,以故有张青天

之称。 后升浙江宁波府同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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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孚等:《题为遵议浙省请以张祖璂署理常山县知县事》,道光四年七月十一日,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3-09517-017。
《钦定吏部铨选汉官则例》卷六上“拣选·拔贡知县补缺”,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

本,叶六六。
英和等:《奏为遵旨明白回奏御史周鸣銮奏称拔贡试用知县事》,嘉庆二十二年

(1817)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467-018。
程含章:《题为衢州府常山县知县张祖基病躯难以供职请解任回籍调理事》,道光六

年十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3-09631-015。
文孚等:《题为遵议浙省请以张祖璂署理常山县知县事》,道光四年七月十一日,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3-09517-017。
李学谟等修:《〔民国〕沧县志》卷十四《事实志》,叶二十至二十一。



事实上,祖基虽然才守兼优,又善于断狱,但在黄县不过临时委署,任职数

月而已,实难有兴革利弊、处断大案举措。 县志所载,是对乡贤例行的溢

美之词,不尽实有其事。
《宦海闻见录》之《泰安鸟枪案》一篇提到,济南发审局旧僚周承宽因

为审理钦案错拟罪名,朝中又无人帮衬,即将成为众多高级官员的替罪

羊。 张祖基为他出主意、改亲供,乃脱去遣戍重罪。 行文中称:“厚田(引

者按,周承宽字)亲供本出孙良炳手,余以戊寅至东,厚田持示余。”(第 33
页)戊寅即嘉庆二十三年,而泰安案奏结在嘉庆二十四年秋冬①,可知张

祖基此次在济南居住时间较长,恰好帮同乡老友解决了麻烦。 《劳心怛

怛案》篇中又有“余适游历下,寓历署中,委员辈乃以全卷畀余,俾细阅

之,请定断”(第 172 页)之说。 此篇无明确时间指向,但能以历城县署为

寓所,又得到现任审局委员信赖,足见其旧僚交谊尚在,或与《泰安鸟枪

案》时间重合。 可见张祖基初入仕途虽不顺利,但在乡居的十余年间,亦
曾前往济南参与省内公务,是仍作销假候缺之想,可惜因为“连丁内外

艰”,使其再度踏入官场的时间拖延至道光年间。
因为双亲均已亡故,道光二年复出的张祖基不必再考虑就近养亲问

题,故而“赴原掣浙江试用”。 在杭州候缺近两年后,道光四年七月,浙江

巡抚帅承瀛将其题署为衢州府常山县知县,次年五月奉文任事。 在署理

常山县任内,他将自己的名字从祖璂改为祖基,可惜官运依然不佳,才过

了一年多,就“染患暑热,腹泻头晕,兼之怔忡,旧病一并举发,精神恍惚,
难以支持”,再度请求卸任回籍,随即获得准允②。

道光十二年三月,五十三岁的张祖基病体痊愈第三次进入官场,仍到

浙江候补。 十四年坐补原缺,再次题署常山县知县,一年后实授③。 这是

他人生中第一次获得知县实缺。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经浙江巡抚奏请,张
祖基被调补到更加繁剧的湖州府乌程县任职,任内又一度署理杭州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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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承瀛:《为遵旨复审徐文诰案按律定拟事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转

引自吴焕良整理:《嘉庆朝山东泰安徐文诰宅劫案档案》,《历史档案》 2017 年第 2
期,第 40—43 页。
程含章:《题为衢州府常山县知县张祖基病躯难以供职请解任回籍调理事》,道光六

年十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3-09631-015。

 

乌尔恭额:《题为署常山县知县张祖基试署期满请准实授事》,道光十五年八月二十

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3-10137-013。



和县,成为全省的“首县”①。 十九年,升补宁波府石浦同知。 可惜当年十

月初五日,“已准部覆,尚未给咨引见”时因肝病复发,在乌程县衙内去

世②,终年五十九岁。
张祖基早运甚佳,十六岁入庠,二十岁即凭借拔贡这样的“士子进身

捷径”,以知县试用③。 他怀有“人生当著绩旂常,否则兴利除弊有裨于

世”④的志向,又有“案无留牍,人无冤抑,吏不敢为奸”的才干⑤,可惜父

母年迈、自身羸弱,常年丁忧、告病,又因为在血缘、地缘、学缘等方面缺乏

援奥,未得当道提挈,是以踉跄至五十六岁才实授知县,待仕途稍有起色,
就因病溘逝。 家人在上报他病逝情形时提到:“缘家长体质素弱,向有肝

气病证。 道光十九年夏秋,复感暑热,骤患红痢。 时因天雨连朝,出外祈

祷,又以田稻被水,周历四乡履勘。 十月初一日回署,痢即大剧,肝气复

发。 初五日,交送乌程县印,不意是日肝逆气厥,医药罔效,即于亥刻身

故。”⑥其勤政与病弱均可概见。
张祖基毕生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售其才,故《宦海闻见录》一书行文

犀利老辣,于当道显官多作鄙薄之辞。 特别是对旗下颟顸之辈、世宦庸沓

之子、夤缘攀附之流,出语格外尖刻。 如讽济南知府、大学士勒保族弟凝

图:“疑团者,凝图也,以字形相类,故谬呼之以为笑。 凝为勒相国保族

弟,守登州、调济南。 初至济南,升大堂,谕吏役作猥亵语。” (第 94 页)嘲

山东布政使、名臣陈宏谋之侄陈钟琛:“陈紫岱,广西临桂人,榕门相国犹

子也,长厚乏风骨,由县令洊方伯。 金兰溪司东臬,颇凌之,藩库出纳,金
必预闻焉。 陈以省垣需次者众,乃分发诣各府……金兰溪扬言曰:‘方伯

谓省中人众耶? 吾方嫌其寡,而欲调分府者归省。’众闻之,益不往,陈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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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恭额:《奏报委张祖基调署仁和县知县戈廷檞调署海宁州知州裘荣甲调署乌程

县知县事》,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661-027。

 

乌尔恭额:《题报准升宁波府石浦同知张祖基病故日期事》,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

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3-10415-019。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三六二“乾隆五十五年(1790)九月初二日庚辰”,《清实录》
第 26 册,第 259 页。
李学谟等修:《〔民国〕沧县志》卷八《文献志》,叶四十一。
陆心源:《书张念哉大令遗事》,《仪顾堂集》卷十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27 册,
第 169 页。

 

乌尔恭额:《题报准升宁波府石浦同知张祖基病故日期事》,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

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3-10415-019。



无如何。”(第 35—37 页)讥和珅走卒、历城知县熊官梅:“忽闻和相得罪,
伊(江阿)大沮,熊亦丧魄。 或谓熊惧罪,特赴藩署禀谒,由大门至宾馆,
凡便液八九次云。”(第 55 页)

又因出身拔贡,不及起家两榜者在朝中广有座师同年,可以声气相

通,是以对于那些政事荒疏又自命不凡的科甲高第,张祖基也常常不留情

面,如揶揄巡抚铁保:“铁冶亭保,满洲人,以进士入翰林,工诗善书,高自

期许,诩有古大臣风。 顾于吏事颇不习,每以细故入章奏,至不可收拾,始
扼腕叹无策。”(第 4 页)哂笑历城知县刘加封:“刘松卿,陕西咸宁人,由
词林外谪朝城令,调历城。 恃才傲物,睥睨一时……嗣孔传标事起,刘奉

委赴曲阜查办。 乘肩舆入东华门,穿西华门而出,刘所历乃天子步行处

也。 圣公劾之,落职。 众笑,相谓曰:‘我辈何足道? 孔夫子乃能当松卿

看不起耳。’”(第 50—51 页) 不屑于大学者、山东布政使孙星衍,责其:
“嘉庆癸酉林清之变,贼聚曹、滑间,孙遗书曹守,丐牡丹数本。 有句云:
‘山居不省干戈事,犹向曹南乞牡丹。’呜呼! 此乾坤何等时,而可不省也

哉?”
 

(第 67—68 页)
张祖基对科举成功者最反感的捐纳买官问题,则持宽容鼓励态度,声

言:“开捐,弊政也。 吾谓善用之,则开捐未尝非善政……如存不足用,或
足用而无余,似可劝令富民向义捐输,量其多寡,授之以官。 在彼慷慨解

囊,非以相市;而朝廷嘉其向义,优以相酬。”(第 246—248 页)这种毫不避

嫌的实用主义态度,与擅长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主流官僚士大夫绝然相左。
张祖基于仕途虽未显达,但富于著述。 道光后期刊刻的《国朝沧州

诗钞》载其著作有:《守拙堂诗文集》 《备忘集》 《养心编》 《区田图说》 《学

制汇存》《幻海闻见录》《救灾纪略》《海壖杂记》《还淳于役日记》①,共九

种。 所谓《幻海闻见录》者,应该就是这部《宦海闻见录》。 又《宦海闻见

录》后册第二十四篇《区田说》文末提到:“右李金澜《区田说》 ……质奥

难读,且词重义复,颇难领会。 余不揣固陋,辄集众说之简明易晓者,刊以

问世焉。”(第 231 页)可与《区田图说》一书相对应。 《〔民国〕沧县志》将

《还淳于役日记》记作孙有德著②,县志成书时间较《国朝沧州诗钞》 而

晚,故仍以《诗钞》所记更为可信。 此外还提到,张祖基有莅任所判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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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国均:《国朝沧州诗钞》卷十,叶十三。
李学谟等修:《〔民国〕沧县志》卷九《文献志》,叶三。



集数册①,惜散失无从搜寻。 祖基著作虽多,却未能付之梨枣,即便存世,
大约也只有稿抄本。 除残存的两册《宦海闻见录》抄本外,其余作品未见

著录于重要古籍目录,流传递藏情况也乏记载。 这可能与他的后代声名、
官职均不显赫,家中又无余资有关。

三、价值初探

1. “见”与“闻”的可信性考察

有学者化用公羊学三世说,即“所见” “所闻” “所传闻”的标准,对笔

记类史料的内容做可靠性判断。 其中以作者亲历之事可靠性最强,亲闻

者次之,而时空相隔较远,口耳相袭、不知本源的“传闻”者最次②。 《宦

海闻见录》记载了不少作者亲见之人、亲办之案,剔除由主观好恶产生的

价值判断,其事实层面的叙述大体可信。
除亲见外,书中还记有作者宦途 “ 所闻” 之事。 张祖基嘉庆七年

(1802)底到济南府候缺,最迟在嘉庆十七年即告病还乡,但其所记山东

官场人、事之历历如绘者,向上可溯及嘉庆元年,向下则至嘉庆末、道光

初。 这些内容自然不是他亲历亲见,而是经同官旧僚谈论转述所得。 此

外,书中记有一些军国大事、名臣行止、重案要案,与张祖基本人仕宦履历

关系不大,相关内容或阅自邸钞,或得自僚友,都在“所闻”范畴。 如末篇

所载卢应翔案发生在广东,与张祖基的活动范围相去甚远,他之所以能详

述始末,甚至谈及内幕,盖因该案主审官之一、广州知府潘尚楫(号丽槎)
前在山东任职,是他的同僚至友(第 266 页)。 这些“所闻”之事,记述的

准确性虽不及“所见”,但与其他文献、档案对看,或做史源上的探究、或
做历史叙事的分析,或做信息传播的考察,都自有其独特价值。

书中《泰安鸟枪案》一篇,即表现了“所见”与“所闻”间记述准确性

的显著差异。 该案发生在嘉庆二十年五月,起因是泰安巨富徐文诰家深

夜遭强盗劫掠,混乱中徐家一名雇工身中鸟枪而亡,知县汪汝弼及覆审各

官均称死者为文诰所持鸟枪所伤,徐家两度京控,几番跌宕,延至嘉庆二

十四年底方告结案。 这是一桩震动御座,翻异后牵连十余名大小官员的

钦案,不但相应的题奏档案保存完整,山东布政使幕友包世臣、翰林院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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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学谟等修:《〔民国〕沧县志》卷十四《事实志》,叶二十一。
张晓川:《笔记史料“三世说”———〈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十卷本〉读后》,澎湃新

闻·私家历史,2021 年 7 月 4 日。



修郭尚先①,以及对山东官场格外熟悉的张祖基都从各自视角系统阐释,
将该案始末立体呈现在研究者面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宦海闻见录》对该案情节的描述、诸多审官的

是非,与最终朝廷定谳的结论以及包、郭等人观点,均不相同。 他认为案

发时强盗与事主一齐开枪,死者是两面中弹伤重而亡,之所以全案翻异,
只认定强盗放枪杀人,是碍于皇帝的严旨压力,以及山东官场的派系之

争。 至于包世臣笔下正邪分明的按察使温承惠与巡抚程国仁,在张祖基

文中则显得界限含混。 他在《程中丞》篇中盛赞程国仁“清介和平,罕有

其匹”(第 19 页),在本案中则有强调温承惠自恃吏干,气凌上司的意味。
事实上,泰安案发时张祖基已经去职,只是他的同乡郭志青、周承宽,

旧同事赵毓驹等人曾先后参与该案审理。 因此,对于这件仅系听闻而非

亲历的大案,张祖基的记述有明显错误———他甚至连死者姓名也没有搞

清楚。 查对该案档案及郭、包二人记述,可以确认死者系徐文诰家佃户柏

永(泳)柱,而张祖基文中则称:
越数日,诰忽具呈曰:雇工柏永柱室中有三眼神枪一具,请问诸

柏。 讯之,柏果以疑贼击毙引服。 月余,柏妻忽喊控,谓伊夫初无击

贼事,乃主人以五百千赂令顶认也。 说事某、过钱某,言之凿凿,以赂

未全付,故不甘。 提讯柏,柏亦翻异,饬传徐,徐遁赴省垣。 (第 22 页)

是将柏永柱认作徐文诰贿令顶凶之雇工。 核以嘉庆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

山东巡抚和舜武奏折,中有:
又据徐文诰供称,工人霍大友屋内有防夜铁铳一杆,当即呈出。

传讯霍大友,据供,伊闻贼至起视,点放铁铳击贼,误中柏泳柱。 等

语。 诘以伤痕形迹似非一人所击,又供徐士名亦同施放。 询之徐士

名,亦复承认。 令其供指如何捕贼、如何误伤及点放情形,又吞吐不

能确指。②

可知张祖基将死者柏永柱与雇工人霍大友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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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包世臣:《齐民四术》卷七下《书三案始末》,李星、刘长桂点校:《包世臣全集》第 3
册,黄山书社,2014 年,第 388—393 页。 郭尚先:《记温宫保谳狱事》,安恭己等修:
《太谷县志·外编》,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叶三至十二。
和舜武:《为遵旨查审徐文诰案情形事奏折》,嘉庆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 转引自吴

焕良整理:《嘉庆朝山东泰安徐文诰宅劫案档案》,《历史档案》2017 年第 2 期,第 27
页。



不过,到了案件审理的高潮阶段,即嘉庆二十三年徐家进京控诉,嘉
庆帝发下严旨,命巡抚和舜武、新任按察使温承惠亲提严审时,张祖基对案

件进展的描写就从耳闻变成了亲历———他于当年再次来到济南,并帮助该

案的前审官、同乡好友周承宽免于遣戍重罪。 所以,即便在案情细节上有

记忆不确的问题,但与其他史料相比,张祖基对泰安案的叙述自有其独特

价值:凭借与多位基层审官的乡谊寅谊,洞悉大案背后复杂多变的人事纠

葛,又因本身并无门户依傍而敢于对所有涉案官员点名道姓、秉笔直书。
譬如张祖基提到,因为济南审局派出的覆审官员周承宽与历城知县

郭志青是同乡,所以前者在审讯中代后者隐去历城捕役重金诱供的情节。
又初审官泰安知县汪汝弼是吏部尚书英和门生,温承惠因与英和交厚,起
初并无翻案打算,直至与和舜武等人意气相争,才生出锐意严鞫之心。 又

兖沂道童槐与程国仁、温承惠二人之子均为科举同年,但与程公子相知最

深,与温公子素不相协,所以程国仁继任巡抚后,借童逐温,以致温承惠褫

职戍边,案件再度陷入僵局。 而该案人事博弈中最动人心魄的,是结案阶

段各承审官的处分安排,张祖基写道:
既得旨,星使亦不敢异同。 惟各官褫职,无一拟遣戍者,疑未协。

而各官中,汪乃英相高足,钱乃抚军臻介弟,李亦有奥援。 胡与卢冢

宰荫溥为世讲,与总宪吴芳培为亲家翁,而胡以故父尚书皋望在日曾

入南书房充教读官,屡承清问,久达天听。 惟厚田无凭借,乃决意戍

厚田。 (第 30—31 页)

厚田即周承宽。 他作为济南审局委员,只是本案审转官之一,既非始作俑

者,也无决策权力,只因为在朝中无所掾奥,就险些沦为皇帝震怒、大员博

弈的牺牲品,惨遭遣戍。 所幸,在张祖基的帮助下,周承宽向钦差及按察

使童槐据理力争,最终只以革职了事,另由嘉庆帝御笔钦定,将初审官汪

汝弼发往乌鲁木齐①。 把这一段钦差大员意在由谁抵充遣戍的斟酌文

字,与题奏档案里陟罚臧否的官样文章相对照,政治与人情作为左右清代

司法公正幕后力量的事实便不言而喻了。
晚清方濬师曾以张祖基所述泰安案为辞批评包世臣:

文人欺世盗名,古今一辙。 泾县包慎伯大令世臣,先世父戊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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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承瀛:《为遵旨复审徐文诰案按律定拟事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转

引自吴焕良整理:《嘉庆朝山东泰安徐文诰宅劫案档案》,《历史档案》 2017 年第 2
期,第 43 页。



岁生,所著《安吴四种》,隐然以兵、农、礼、乐自任,兼有杜陵许身社

稷之想,其实迂谬不通。 所谓待腰褭飞兔而驾之,则世莫乘车也。 集

中书三案始末,陆名扬一案以司刑名者强改名扬为明扬,以耸观听。
按:陆名扬本多年包漕积匪,地方官必应惩办。 慎伯若许其为义侠

者,颇夸直笔,妄矣。 至记徐文诰案,事主名字颠倒错误,而于大小承

审官员隐匿其名,直笔更不应若此。 兹阅静海张君某历官山东、浙江知

县,著《宦海闻见录》,未刊。 所记一则,实为详审,特录之以见慎伯掉弄

笔头之陋。①

《宦海闻见录》一书虽未经刊刻,但作者生前曾将文稿送与友人阅读讨

论,同在浙江任官的名士李遇孙即其读者。 张祖基去世后不久,该书名目

又见于沧州人王国均所编《国朝沧州诗钞》,后为天津府、沧县各志著录,
可见虽无赫赫之名,但小范围传播当属实情。

方濬师本籍安徽定远,咸丰朝中举后,先在内阁、总理事务衙门等处

任职,继而外放广东、直隶等地道员。 其人虽老于仕宦而不废学问,公余

无书不读,又勤于著作。 《蕉轩随录》是他在京任职时搜罗备录的典故逸

闻,同治七年(1868)外任广东肇阳罗道后删繁举要加以编次,十一年在

道署刊刻。 故《宦海闻见录》中《泰安鸟枪案》等内容,应系方氏任京官时

所见。 而从他把张祖基籍贯由沧州误作静海来看,其对作者与书稿的了

解很有限,大约是从僚友处辗转抄录而来,且所录不甚准确。 其最关键

者,张祖基在提及本案结论时写道:
时各官皆照臬奏,而厚田独科以任性妄断,请发新疆。 奏上,得

旨:“胡祖福、钱俊、李冈、周承宽均着革职,其任性妄断之汪汝弼,发
往新疆效力赎罪。 盗首从分别斩枭、发遣有差”云云。 圣鉴渊深,明
见万里,一经转移,铢两悉称。 异哉! (第 32 页)

而方濬师则改作:
时各官皆照原奏,而厚田独科以任性妄断请发新疆。 奉旨:“胡

祖福、钱俊、李冈、周承宽、汪汝弼均革职,其任性妄断之周承宽,着发

往新疆效力赎罪。 盗犯首从分别斩枭、发遣有差。”圣鉴渊深,明见

万里,一经转移,铢两悉称。 异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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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濬师撰,盛冬铃点校:《蕉轩随录》卷四《徐文诰案》,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25—
126 页。
方濬师撰,盛冬铃点校:《蕉轩随录》卷四《徐文诰案》,第 130 页。 句读有小误,径改。



将发往新疆者汪、周互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而核对档案原文,方氏之

误是显而易见的。
方濬师援引张祖基对泰安案记载的根本目的,是批评望重一时的嘉

道名幕包世臣。 泰安案发时,包世臣正就幕于山东布政使衙门,亦是该案

的亲历者,其叙事角度与张祖基虽各有侧重,但不可谓言之无据。 只是包

氏名噪海内,与内外大员多有交往,文字亦有所避讳。 其记述泰安一案,
凡反对翻案的中高级官员,一律隐去姓名,代以别称。 如对此案负有最大

责任的程国仁,先称“时按察使”,后称“前袒汝弼之臬使” “抚部”等;对
与程国仁合力攻击温承惠的继任按察使童槐则先称“兖沂道”“西臬”,后
称“新臬”;对胡祖福、钱俊则分别称为“杭州名臣子” “嘉兴大世族”。 单

从“直笔”角度讲,确不及《宦海闻见录》深入腠理,能将势要党掾对于刑

案审断的巨大影响尽言无隐。 事实上,与郭尚先《记温宫保谳狱事》一文

相比,包世臣的记述已算得“半直”,郭文对反翻案官员均以“巡抚” “县

令”称之,不但毫无感情色彩,对其个人信息的透露也几近于无。
2. 微观史料背后的大时代镜像

张祖基二十一岁进入山东官场,其时他官虽不大,却居于审局要地,
所以信息灵便,对济南乃至山东官场内情熟悉。 又因为候缺日久,积郁颇

深,兼之嘉道年间文网相比乾隆朝已较松弛,是以《宦海闻见录》所论多

用直笔,言及官场倾轧、官员枉法诸事毫不隐晦,更兼嬉笑怒骂,极尽讽刺

挖苦之能。 故而该书既可视作张祖基宦海生涯的工作笔记与心路历程,
还是嘉庆年间山东官场的多面镜。 与《清实录》 《上谕档》等中央政府视

角的史料比照阅读,即可对这一时期山东区域政治形态及其成因有更加

深刻而生动的认识,特别是能映射出天理教冲击紫禁城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背后的偶然与必然。
从乾隆后期起,山东官场就以谄媚和珅、腐败庸沓著称。 在刑名方

面,各衙署积案累累,大案屡发,百姓负冤京控的数量居全国之最①。 在

财政领域,全省上下钱粮亏缺在各省亦属首屈一指。 张祖基在《山东亏

缺案》一篇中提到:“嘉庆四年清查山东通省亏缺,计一百四十万。 八年

铁冶亭抚东,复奏清查,计亏二百四十万。 奉旨:以后不准再有清查名目。
十四年吉抚军纶奏请清厘仓库,计亏三百十万。 十九年派章桐门相国煦

莅东严查,计亏五百四十万,而隐匿未报者实尚有四百余万。 山左通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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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计三百余万,所亏盖已三倍焉……至道光辛巳琦静庵善抚东,尽发其

覆,痈疽乃溃败无余,山东至今称完善焉。”(第 173—177 页)
导致山东吏治败坏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嘉庆中期在山东担任了七年

布政使的朱锡爵。 他因为帝师门荫,受到皇帝的特别关照,是这一时期山

东官场实际的权力掌控者。 嘉庆帝公开称许他“系大学士朱珪之侄,人
甚明白,朕所素知”①,将其一岁三迁而至山东布政使。 又对他格外信任

庇护,收到揭发他居官贪黩、交通盘踞的匿名揭帖也大事化小②。 对于朱

锡爵,张祖基深恶痛绝,考其辞官日期,即在朱氏执政山东期间。 《宦海

闻见录》中,张祖基浓墨重笔写成《朱方伯》一篇(第 41—50 页),备述朱

锡爵性骄侈、耽逸乐、尤黩货,任人唯亲、卖官鬻爵行径,又将匿名揭帖上

达缘由及讯办钦差骄矜好色、官官相护的丑态白描夹叙,读之如觌其面。
如写其借妇谋官:

朱夫人周氏,李制军奉翰歌姬也。 本儒家女,以不贞故,辗转鬻

诸李,宠专房。 李败,携厚资归 院,与朱接,悦之,随归朱为正室。
朱以孝廉为县令,晋太守,调江宁守,观察济东,不一载,跻东藩。 固

以门第邀主知,而结欢长官,屡膺卓荐,实借妇财通苞苴。 为方伯时,
周尝高坐谓朱曰:“朱十二,尔非我能至此耶?”朱唯唯而已。

又写政由贿出:
朱卖官鬻爵,指不胜屈。 陵县缺员,甲欲之,称漕后纳银三千。 乙争

之,则漕前纳如甲数。 将诺矣,王鼎铭争之,则立纳五千金也,果畀王。
 

再写任人唯亲:
周素甫世锦,候补盐别驾也。 少年韶秀,顾影自怜。 与朱夫人同

姓,辄称同族,叙姊弟谊,以是得权惠民。 或谓初非通谱力,乃方伯自

悦之耳。 时有朱士廉者,以得方伯阴事,哄藩署中,得美缺去。 时人为之

语曰:朱士廉大闹紫薇署,周世锦暗献后庭花。 谣诼诬捏,真可痛恨。
《林清之变》篇写其怯懦无能:

沾化丞王会图,庸妄人也,适在西门内为大解,闻之,急赴各宪署

奔告曰:“白莲教至矣!”……时王中峰镇为夜巡,神色不少动。 登城

视之,缒上所擒人讯之,得其故,赴藩署禀知。 剥啄数刻,门乃启。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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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上谕,《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11 册,第 8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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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曰:“大人方白足立堂上也。”既知其妄,方伯乃衣冠乘舆呵殿出,
周历通衢,示整暇焉。 (第 80—81 页)

　 　 除朱锡爵外,嘉庆年间山东历任抚藩大员,亦多为张祖基尽情讥讽。
而嘉庆十八年的林清事变,是山东官场众多积弊得以浮出水面的契机。
在此之后,巡抚同兴、布政使朱锡爵、按察使刘大懿、首府凝图等先后被革

职议罪①。
张祖基在书中用大篇幅描述了林清之变始末。 作为嘉庆年间的重大

政治事件,除实录、上谕外,在私家记述层面,《宦海闻见录》秉持的山东

地方官视角,可与昭梿《啸亭杂录》的京师王公视角、英和《恩福堂年谱》
的随驾重臣视角交相呼应,勾勒出林清之变的多维面貌。

事变发生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其时张祖基已经告病还乡,并未

亲历其事;但当年早些时候,部分谋划举事的天理教徒被山东地方官拿获

后,在省城的承审者是其审局旧僚赵毓驹、潘尚楫,故能知其颠末。 据张

祖基记述,嘉庆十八年初,金乡县即有举事教首崔士俊等被官府拿获,押
解济南府受审。 经赵毓驹等人审讯两月有余,到五月二十八日,已审得

“其教首凡三人:林清称天王,冯可善称地王,李文成称人王。 议分三股,
以一股于九月十五日入大内为变;而以二千人狙伏盘山,邀圣驾;李文成

自将一股,为两路接应”的确供。 但山东巡抚同兴压搁未奏;直到九月初

八日四鼓曹县破、辰刻定陶破,两知县死难,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将五

月底就获得的信息驰奏正由承德返京的嘉庆皇帝知(第 72—73 页)。
对照昭梿《啸亭杂录》,当时京畿地区天理教徒的行事也较粗疏,谋

变计划不但民间早有传布,甚至为豫亲王裕丰、主管京师治安的步军统领

吉伦所知②。 不过,京师王公大臣颟顸怠顽,得到消息后既未举发,也无

防备,放任七十余名天理教徒在太监的带领下于九月十五日午刻冲入禁

宫,杀死四十多人。 又据英和《恩福堂年谱》记载,嘉庆皇帝直至大乱酿

成后的十五日晚才收到山东巡抚奏折,十六日中午获悉京师八百里急

报③。 三种史料相互比较,反映出至少在天理教突袭紫禁城这一重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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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九三“嘉庆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癸丑”,《清实录》第 31 册,
第 1021—1022 页。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60—161 页。
英和:《恩福堂年谱》“嘉庆十八年癸酉”条,英和著,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附录,
凤凰出版社,2021 年,第 127 页。



故中,内外官僚的拖沓观望情绪如出一辙,嘉庆皇帝耳目壅蔽,其父祖辈

苦心经营的密折情报网彻底丧失应有功能。
笔者近日又检得武进人吴堦所著《金乡纪事》一书。 吴堦,即张祖基

所称捉拿教党崔士俊的署理金乡知县吴次升(第 71 页)。 事变平息后,
吴堦将金乡发案始末,以及相关文移、告示、公呈等文件,汇为《金乡纪

事》四卷①。 因其为应变当事人,书中收录文牍又系第一手史料,是以对

细节记录的准确性,自然高于作为“闻者”的张祖基。 在《金乡纪事》中,
吴堦赴金乡上任的时间为当年七月二十日,捕得崔士俊等人的时间为七

月二十七日②;自行审得天理教与京师太监相勾结,拟于本年九月在京举

事,并向巡抚同兴具禀报告的时间为八月二十三日③,而非张祖基所记的

当年五月间。 不过,从《金乡纪事》的描述中同样可以感到,山东官场在

天理教起事前后存在着混乱失措的普遍状态。 从时间线上看,即便两种

文献记录有月份上的偏差,但巡抚同兴面对基层确切情报,押搁观望,不
及时上报的责任一样难以推脱。

3. 个案呈现的刑名体制结构性矛盾

张祖基以断案见长,先受委于济南审局,又历任多地知县,在省、县两

级都有丰富实践经验,对当时法司谳狱的底层逻辑、结构性矛盾也颇有见

解。 《宦海闻见录》叙述刑案夹叙夹议,较常见的州县判牍类史料更具有

总结性质,且能直揭制度弊端。
如《开化供看不符案》一篇,就直指刑案审断中的移情就例之弊。 其

文曰:
开化县某甲畜耕牛,贼乘夜窃之。 甲惊觉喧呼,村人分路追捕。

瞥见村南有二人前奔,穷追至河畔。 乙与丙殴其一人落水死,其一人

惶遽入水溺毙。 乙、丙返,于路旁获布袋一,内盛莱菔斗许,投鸣地

保。 保狡甚,吓诈村人殆遍,欲壑既盈,乃绳系二尸,掉小舟牵之,欲
移诸常山。 舟至开、常交界处,绳忽断,尸不知所往。 保无奈,掉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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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纪事》四卷首一卷,吴堦撰,清嘉庆刻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师范

大学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等处有藏。 影印本收录于《山东文献集

成》第三辑第 17 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年)。
吴堦:《金乡纪事》卷一,《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 17 册,第 530—531 页。
吴堦:《金乡纪事》卷二《八月二十三日抚军禀内夹单》,《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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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越宿,二尸均仍浮故处,保报官验详,伪称死者为窃莱菔,伪以夏

姓为事主,伪以乞丐为尸亲,而乙、丙拟城旦。 臬以供看不符驳饬,委
余会讯,具得实。 顾念事主、尸亲皆系伪捏,一经败露,必至全案破

碎,不可收拾。 而此案实以疑贼起衅,拟以城旦已足蔽辜,乃为之一

具供看而仍其原详。 夫空中楼阁,任意编造,浙省公事多如此,亦不

为异。 所异者,编造中仍有不符耳。 (第 148—149 页)

清代地方官考绩处分深密,地方官在审理复杂刑案时,往往采取“移

情就例”“移情就案”方式编造档案文书,规避来自本省上司,特别是刑部

的驳诘。 按照清代定制,法司衙门核办徒罪以上案件必须有所依据,不得

“意为轻重”,其办案的依据主要有律、例、成案、比附四种形式,乾嘉以

后,又以引用刑例、成案最为多见。 如果地方官审断错误,或是引用例、案
不当,经刑部驳回,就有承受处分甚至罢官获罪的风险。 然而世事无穷,
那些情节繁复的新发案件,常常找不到与之完全匹配的律例、成案作为依

据。 地方官为了弥缝文字、规避风险,多在审讯后对犯人、证人的供词和

审官的看语进行整体修改,将本案原有疑似不明情节统统删去,使案情与

所引律例、成案完全吻合。 这样的现象到了道光年间,已经颇具普遍性,
此后更愈演愈烈。 刑部对全国刑案的覆核监督工作无从下手,即向皇帝

反映:“如近来不肖州县玩视民命,偶因犯供不认,即滥用非刑逼供,锻炼

成狱。 迨具详招解,则又换易初供,将案内真情全行消弥,冀免驳诘。 臣

部核覆各省案件,每年不下数千起,而情节相似者比比皆是。 不特参观一

省之案前与后如出一辙,即合校各省之案,彼与此亦多雷同。 其所叙供内

只寥寥数语,驳之无隙,实皆移情就案,悉属故套。”①同光年间,著名律学

家沈家本曾在刑部担任奉天司主稿,办理东北三省刑案覆核,他对黑龙江

将军衙门繁冗支离的低水平公文写作十分头疼,在回文中批评他们“全

案紧要关键不详细叙入供词而散见于供后,出语种种,后先歧异,彼此参

差”。 但经验老到的尚书薛允升却对沈家本的抱怨不以为然,反而告诉

他:“该省来文尚是本来面目,若矫枉过正,转成通套,亦未必得真情

也。”②宁看简陋繁冗文字,也不愿看掩盖了真相的故套文书,从刑部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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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可见地方官删改招供积习之一斑。
《宦海闻见录》所存《开化供看不符案》,应发生在道光年间张祖基常

山知县任内。 按照张祖基的叙述,该案情节原本复杂,又经地保浑水摸

鱼,牵连无辜,以致本县初审混乱不堪,遭到本省臬司驳斥。 张祖基奉派

接手后,虽然将案件情由审问明白,但基于“事主、尸亲皆系伪捏,一经败

露,必至全案破碎,不可收拾”的官场人情考虑,仍然选择沿用初审结论

上报,而为之编造看起来更符合情理的供词、看语。 再者,该案初审将犯

人拟以徒罪,按照制度规定,只需由本省督抚批结。 如果覆审官员按照实

际情节改行拟重,则需专案咨请刑部覆核,难保不另生枝节,给本省上司

同僚制造麻烦,这也是地方官乐于蒙混拟结的重要原因。 张祖基在浙江

候缺、任职多年,以实际经手的案件为据,发出“夫空中楼阁,任意编造,
浙省公事多如此,亦不为异”的感慨,较泛泛而论者更属有的放矢。

四、结论

《宦海闻见录》在写作期间及成书后,虽经僚友、同乡小范围传阅、讨
论,但并未付之梨枣,作者子孙及亲友生徒辈亦不曾加以鼓吹,是以该书

虽然痛切时弊、犀利可读,但在清代近于湮没。 复因其仅余残本、作者阙

如,题名著录错误,以致现当代研究者亦未将其发掘揭示。
笔者因缘巧合,得识此书面貌,即对其所记人物事件,特别是基层官

员的叙事视角、怨怼与明练交织的语言风格抱有浓烈兴趣。 在细绎文献

本体,并与方志、档案、同时代人物相关记述排列比较后,对作者的履历细

节、写作背景、史源出处展开综合性研究。 结合嘉道两朝时代特征,与其

时司法、财政、任官制度,知人论世,挖掘史料价值,重现风起于萍末的清

中期官场样貌。 又见此类笔记小书,能补档案、日记等史料之不逮。
譬如目下清史研究者格外重视刑科题本等档案类史料,将其作为原

始、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广泛应用于清代法制史、社会史的研究当中,而对

其缺陷估计不足。 即便阅读面更加广泛的研究者,能够意识到因为“移

情就例”“移情就案”现象的普遍存在,导致档案真实性出现较大偏差,也
多是从刑部所发的议论中得出笼统概念,或是通过体察司法档案的记载

方法与修辞技巧,发现其中存在的“虚构”成分①。 而张祖基《开化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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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案》的记述,从州县初审官员角度现身说法,为之提供极为生动鲜活

的案例。 其“编造中仍有不符”之论,足令研究者对刑科题本等档案的使

用报以十二分警惕。
再者,近年来晚清日记研究蔚为大观,学者以某个重大历史事件为研

究对象,比对不同身份记录者在事件发生前后的日记文本,以日记的记述

方式为分析纽带,从事实与叙事两个维度,对一桩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进

行再解读。 其比对日记文本之多者,如《三十种日记中的“出洋五大臣被

炸案”》①,不但研究方法颇有可观之处,且读之意趣昂然,交织着历史与

文献的双重魅力。 与日记类文献相比,笔记类文献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

记述,其即时性或有不足,但整体性则过之。 经过较长时间的发酵,就事

实层面而言,不同记述者对于事件细节的记忆可能出现偏差,但由于信息

收集渠道的扩充,其记录内容也变得更加详实周备。 至于叙事层面,记述

者的认知、情感随着记述周期的拉长而发生变化,对事件的表述自然与初

经初见初闻时不同,这既为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同时也提供了新的角度

与可能性。
概言之,不分轩轾地对待不同作者的笔记、日记、年谱、公牍、文集,以

及清代独存的大规模历史档案,根据其不同文献特性综合判断、详慎去

取,当是历史和文献研究的更高境界。 单就笔记类文献本体而言,如能逐

篇详核始末,触类旁及,考订人物制度,对比不同叙述者所持的事实与价

值判断,亦可成就以小见大的微观史佳作,且作为类型文献的整理、研究

范式,推而广之,在方法论上获得新的突破。

笔者在核查文献信息时得到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沈从文博士的

专业帮助,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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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制度史、历史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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